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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紀念基本法頒佈九週年研討會》：〈認識一國‧體現兩制〉
一九九九年四月十日
一國兩制下的經濟互補
浸會大學經濟系教授  曾澍基

一國兩制是個史無前例的實驗，而《基本法》為實驗提供了主要的框架；今年乃《基本法》頒佈九週年，特別行政區亦進入第二年的運作，對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作出回顧與前瞻，看來有其需要。

就經濟方面而言，早在回歸之前，內地與香港的往還及聯繫已迅速加強。香港的製造業大規模地向珠江三角洲轉移，內部出現「結構轉型」，金融、地產、服務行業風起雲湧，填補了空間。同時，香港扮演著內地與世界各地交往的中介角色。內地的對外貿易，超過一半通過香港的港口進行；而吸收的外來資金中，六成以上源自香港。反過來，內地來港的投資數額以至旅遊人士數目，也快速地增加。

這個經濟互補的過程，對雙方都帶來極大益處。港商在內地的投資，不單製造數以百萬計的就業，亦引進了資金、技術、管理經驗，以及對外的關係網絡。內地的經濟開放，令香港通過營運領域的擴展，顯著地減低成本；而作為內地與世界往還的中介，香港的運輸、金融和其他的服務行業，獲得了強大的推動力。

不過，有些人士認為這個互補過程意味內地與香港的經濟正在邁向，亦應邁向，完全的一體化。對於此一觀點，我不能同意。按照一國兩制的構思和《基本法》的規定，香港是中國主權下的特別行政區，保持有自己特色的政治、經濟和社會制度。換言之，香港並非國內的「另一個城市」，它必須發展與特區要求相稱的「相對完整性」。因此，理論上、法理上，香港經濟與內地經濟不應該完全地一體化。

《基本法》第五章有關經濟部份，給予作為特區的香港高度的自主性。例如第一百零六條規定香港保持財政獨立，收入不上繳中央，中央不會在特區徵稅；第一百零八條允許香港實行獨立的稅收制度；第一百一十條指定香港自行制定貨幣金融政策；第一百一十一條規定港元作為特區貨幣，繼續流通；第一百一十三條容許特區自行管理和支配外匯基金；第一百一十六條指明香港為單獨的關稅地區。這種種權利及自主，都是國內任何一個省、市、和自治區所沒有的。

不要誤會，我並非不贊成香港與內地進行經濟互補。正如上述，互補對雙方大有好處。更且，未來還存在不少進一步發展的餘地，例如金融方面，香港應提升和改善替內地集資的效率及功能；又如旅遊，若是迪士尼樂園在香港興建，珠江三角洲其他地區，包括澳門、珠海、深圳等，亦須有所準備，吸引遊客順道前往，賺取其「界外效應」。

但說到底，在香港實行的乃一國兩制；故此，互補是有前提的，亦是有制約的。按照《基本法》第五章，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財政、貨幣、外匯儲備以至其他經濟的自主權。從另一角度來看，這意味香港與內地不會相互融通財政、貨幣、以及外匯資源。香港特區必須推行適當的經濟政策，以保証財政和金融平衡，不能倚靠中央政府來支援或挽救。

另一個重要制約，涉及人力資源的流動。《基本法》第三章〈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〉，界定了特區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的定義。簡言之，內地居民不能隨便來港定居。至於特區居民進入內地的權利及義務，《基本法》未有列明，第二十一條所說：“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中的中國公民依法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。”針對的只是人大的港區代表問題。

從經濟角度來看，香港與內地的人力資源，是不能完全自由流通的。在外國，某個城市出現失業，過剩的人口會自然地移居到其他城市；反過來，若它的經濟繁榮，很容易便吸引到大量的勞動力流入，其間沒有法律的限制。香港跟內地的情況，並不一樣。當然，目前三資企業方便地就能把一些人員轉移入內地，亦有其他一些途徑，香港的人材可以在國內就業；但與真正的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情況比較，相去甚遠。其中牽涉及的，不單是法律規範，還包括兩地的經營成本和生活水平的差距問題。

既然香港與內地在財政、貨幣、外匯及人力資源上並不自由流通，而香港又是一個「單獨的關稅地區」(《基本法》第一百一十六條)，那麼香港經濟無可避免要維持一定的「相對完整性」，以保証自身的財政與金融平衡，促進經濟增長，以及向居民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；因為我們的問題，例如失業，不能夠也不應該向北方的大陸「出口」。

就國際比較而言，在一國兩制構思以及《基本法》所規範下的香港特區經濟體系，應享有的自主性不單高於發達國家的一般城市，而且甚至高於歐盟經濟統一之後的任何一個成員國。經濟統一後的歐盟用的是單一貨幣：歐羅；貨幣政策由歐洲中央銀行集中控制；財政政策和社會政策亦受各種指標與基準的制約而趨同。相對之下，香港與內地的運作框架卻是一國兩制、一國兩幣、兩種金融制度，以及兩個互不從屬的金融管理機構。

容許我再重覆，我絕對不是反對香港與內地經濟進行互補。我只想指出，一國兩制在經濟方面，是有其特殊意義的。在過往，我們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一國兩制的政治、法律、以及社會含義。經過了東亞金融風暴和全球性的震盪，香港經濟遭受罕有的衝擊，出現嚴重的衰退及失業問題，跟內地的經濟形勢顯著地不同。我想，這是我們更深入地探索一國兩制的經濟意義的時侯了。

事後來看，內地於七十年代後期對外開放經濟，是香港的一個經濟契機。當時，香港的經營成本高企，外國又出現保護主義，殖民地政府甚至要成立「工業多元化委員會」來尋找對策。內地的開放令到這種思路中斷，港商不必爬科技梯，作產品創新，便能利用內地的低廉勞動力及其他成本，繼續佔領歐美的中低檔市場。香港的競爭對手，例如新加坡、台灣、南韓，沒有那樣幸運，反而被迫要推出各種上進的措施。

實際上，開放政策的後果，是香港跟內地可進行某一程度的資源再配置。兩個經濟體系的優勢不同，以前由於各種阻隔，無法互補；開放政策將一些障礙消除，雙方可就資源投放作出區域性的佈局調整。必須承認，一段時期內，區域性的資源再分配，會帶來頗大的好處；過往十多年的經驗是很好的証明。但是，也應看到，它引致了一些負面效應。

首先，區域性資源再配置並未自動包含科技與創新的內容，短期之內它會降低成本，刺激就業和經濟增長，但對長期競爭力的提升，不一定有利。假若企業界因突然的「橫財」(這是關卡開放的必然後果)，變得因循保守，甚至半自滿地說什麼「Hi-tech揩口野，low-tech撈口野」的話，情況更為不妙。

其次，因資源再配置而得益的雙方，如何利用第一階段取得的利潤和資金，進一步為經濟的長遠發展來再投資，非常關鍵。香港的情況似乎是，大量的資金並未投放於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源素質的提升，反而集中於金融、地產及其他服務行業，特別是二手市場那種缺乏新增價值的炒賣活動。後果在九七之前，香港的經營成本不斷上升，攀進了世界最高之列。

這實在是一個歷史吊詭。內地乃成本非常低的經濟體系，香港於八十年代初成本在世界上屬中級；十多年來，雙方經濟迅速加強交往，進行互補，但香港不單未能把相對成本降低，反而令自己變成世界上最昂貴的城市之一。箇中原因，以及各方的功過，廿一世紀的歷史學家大概會加以詳析。無論如何，在東亞金融風暴衝擊之下，香港的經濟苦楚比競爭對手更深，缺乏競爭動力的弱點亦暴露出來；就此我們必須深切反省。

實際上，內地，特別是廣東，尤其是深圳，已經開展了這個反省過程。區域性資源再配置帶來的第一輪好處，如何將之再投資，造就「第二次創業」，為經濟的長治久安打算；這些課題於九十年代已陸續提上議事日程。深圳近幾年就科技創新製造業所作的努力，令人印象深刻。

香港於九七回歸之後，也嘗試對現實回應。特區行政首長董建華先生上任之初，即提出一系列措施，包括公佈中期的賣地及住宅供應計劃、改善教育質素、提高老人福利，以及對高增值、高新科技行業的提倡與支援等等。在香港回歸一週年的慶典演辭裡，董先生亦坦言「亞洲金融風暴的強度超乎想像，加上香港長期存下來的高地價、高工資和高通脹等經濟現象，削弱了香港自身的抵禦能力」。他並指出「亞洲金融風暴暴露了香港經濟結構比較狹窄的弱點」。為此，「特區政府成立以後，從增強香港競爭力，保持香港經濟活力方面，對香港的長遠發展作出了規劃。」

最近，特區政府就支援科技創新以及旅遊，推出了一些具體措施(例如倡建數碼港和迪士尼樂園)，細節無疑可以商榷，但主線是香港特區經濟在一國兩制互補之餘，仍然應該盡力尋找各個推動增長的火車頭。這種思路轉變，我覺得很有必要。特區政府更應該就整體的經濟政策，特別是財稅誘引機制方面，作出檢討。

總而言之，一國兩制是個歷史實驗，在實踐過程之中，應當自我完善。過去的成績，可能隱藏矛盾；而外生的危機，又會將之表露出來。內地與香港特區適宜對各個範疇的發展和變化不斷地再思考，這個研討會看來是其中一個機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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